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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

宋　 健　 　 胡　 波

　 　 【摘　 　 要】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需要了解生育意愿偏低的深层次原因。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于 2021 年组织开展的“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代表性抽样调查数

据,探讨作为生育逻辑链前端的生育动机现状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主要观察 20-49 岁妻子样本,将丈夫样

本作为参照。 研究发现,在自我决定论动机连续统的概念框架下,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呈现较高的自主

性;在各类动机中,内在动机更强;在生育效用动机中,情感型效用动机更强;在生育成本动机中,由强而弱依

次是经济、时间、照料成本动机。 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整体呈现正相关关系,自主和受控动机都显著提升生育

意愿,其中自主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 具体而言,内在动机、生育效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均显著提升

生育意愿,其中家庭期待动机影响更大,其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使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上升 0. 16 个

和 0. 18 个孩子;生育成本动机显著降低生育意愿,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使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下降

0. 08 个和 0. 10 个孩子。 育龄人群最终呈现的生育意愿是多重因素触发综合动机推动下的结果,政策发挥作

用的前提和关键是识别人们生育的动力机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促进或转化。 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应
充分利用当前中国育龄人群生育动机较为稳定且持续的特点,尊重家庭传统,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通过

生育配套措施切实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从调节生育动机入手,有效提振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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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育龄人群不仅生育行为普遍低于生育

意愿,且呈现意愿与行为“双低”的态势[1-2]。 在这

种情况下,仅弥合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行为之间的

偏离不足以实现适度生育,还需要深入探究育龄人

群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
生育意愿作为预测生育率的重要指标,受到学

界广泛关注。 既有研究多围绕生育意愿的测量与

应用[3] 、生育意愿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生育意愿

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等[4] 展开。 其中关于生育意

愿的影响因素,多侧重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及相关

政策等宏微观因素,相对忽视心理层面的因素。 而

事实上,作为一个重要的主观变量,人们的生育意

愿会受到其心理特质及倾向性的深刻影响。 特别

是随着适龄生育主体从成长于家庭主义和集体主

义氛围的“60 后” “70 后”转变为更注重个人体验

和自主性表达的“80 后” “90 后”,探索生育意愿的

内在影响因素特别是人们生育孩子的理由或生育

动机就显得更为重要。
生育动机在生育逻辑链上具有先导作用,决定

了后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5]。 在生育政策不断

宽松化的背景下,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现状如

何? 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怎样? 人群间的差异及由此

映射出的政策需求是什么? 本文将聚焦上述问题进

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回顾

1. 自我决定论框架下的动机概念与分类

动机(motivation)是心理学领域长期关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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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 动机被视为一种反应,即其不能被直接赋

予个体,只能由外界营造情境促使个体产生反应[7]。
生育动机(fertility motivation)是对为人父母的态度,
可定义为“推动行动的特质” ( traits that provide the
push to action) [8],是人们对“为什么要生育孩子”这
一问题的回答[9]。

在心理学对动机的研究过程中,经历了从本能

理论到驱力理论,再到认知理论的三个阶段,动机通

常会被分为外在(extrinsic)和内在( intrinsic)两种类

型[10]。 不同于大多数理论将动机视为一个仅在量上

有所差异的单一概念,基于动机认知理论的自我决

定论( 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动机是

一个从受控(controlled)动机到自主( autonomous)动

机的连续统(continuum)。 根据个体对行为的自主程

度以及动机内化程度,可以从外至内将动机分为外

部(external)调节、内射(introjected)调节、认同( iden-
tified)调节、整合(integrated)调节与内在动机五种类

型。 其中外部调节动机指将外部权威、获取奖励、害
怕惩罚或遵守规则作为行动的理由,表现为“因为别

人期望我这么做”;内射调节动机是通过内在压力如

为了避免内疚、焦虑、自责等而采取行动,表现为“如
果不这么做我会感到羞愧”;认同调节动机认同行动

对自身的重要性和其潜在价值,表现为“我想做因为

这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念”;整合调节动机将外界的目

标整合为个体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内在动机是指

个体从事某行为的动机完全出于自己的内在乐趣和

自由选择,即“因为我喜欢这么做”。 这五种类型的

动机共同构成完整的动机连续统[6,11-12],两端分别代

表了最强受控的动机和最高自主的动机。
有学者曾根据自我决定论建构了生育动机量

表[13-14],但这些量表内容受到不同国家文化传统的

影响,诸如“有孩子会填补我生活中的空白” “有孩

子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有孩子是实现我的人

生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等动机表达不一定适用于

也并不能充分涵盖中国情况。
2. 生育序列模型框架下的生育动机及其与生育

意愿的关系

生育意愿的动机基础可从如下两种范式进行解

释:一是心理学范式,着眼于子女的价值及这种价值

随孩次而发生的变化;二是微观经济学范式,通过消

费者行为理论,观察在时间与经济资源稀缺的条件

下,相比于其他消费品,父母对子女这种特殊商品的

偏好[15]。
基于心理学范式,米勒 ( Miller) 等人创建了

TDIB(Traits-Desires - Intentions-Behavior)生育序列

模型,较系统地揭示了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计

划和生育行为的关系[15]。 米勒认为,生育动机是一

种会在个体身上持续存在的、具有生物学基础且受

到以往经验影响的、使个体对生育各个方面做出有

利或不利反应的倾向。 动机倾向一般隐伏不显,在
特定情境下可被激发、进入意识并影响行为。 生育

动机从一般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般动机(G-
motivation)反映个体生育与否的一般倾向性;中间

动机( I-motivation)促使或避免个体生育;具体动机

(S-motivation) 反映个体对生育所持的价值观或

态度[15]。
按照心理学一般通过量表进行测量的惯例,米

勒开发了生育调查问卷(Childbearing Questionnaire,
CBQ),对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生育动机进行测量,
其中积极生育动机(Positiv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PCM)包括五个维度,分别是:孕育婴儿带来的快乐、
传统为人父母观、养育孩子带来的满足感、感觉被需

要和被联结、孩子的工具性价值;消极生育动机

(Negativ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NCM)包括四个维

度,分别是:孕育带来的不适、对为人父母感到恐惧

和担忧、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身为父母感到的压

力[5]。 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积极生育动机会促进生

育,消极生育动机会阻碍生育[8,16]。
依据米勒量表开展的一些研究表明,并非所有

的动机都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如对伊朗新婚

夫妇一孩生育动机的研究显示,五个维度的积极动

机对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消极动机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儿童照料的

负面体验对男女双方均有显著负面影响[17]。 一项针

对无子女波兰人生育意愿的研究表明,生育动机对

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积极动机中,孕育

婴儿带来的快乐、感觉被需要和被联结能显著正向

预测女性的生育意愿,传统为人父母观和养育孩子

带来的满足感则对男性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消极动机中,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均会显著降低

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孕育带来的不适还会显著

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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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生育动机的嬗变及相关

研究

生育动机作为生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主
要体现为:生育孩子的积极动机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以“传宗接代” “养儿防老” “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等功利型动机为主,到 2000 年以后特别是在全面两

孩政策实施之后转向以“巩固夫妻感情”“增加生活

乐趣”“使家庭完整”“让孩子有个伴”等情感型动机

为主;不再生育或少育的消极动机从以“响应国家计

划生育号召”的政策因素为主,转向以“经济负担

重”“没人带孩子”“影响个人事业发展”等生育成本

因素为主[18-23]。
生育动机在不同队列人群中存在差异。 如出生

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具

有“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动机,而以“80 后”为主

的新生代农民工更认同“增加家庭乐趣”“增加夫妻

感情”“人生无憾和圆满”等动机,“70 后”为主的中

生代农民工则两种动机兼有[24]。 也有研究指出,城
市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动机与其一般生育动机

之间存在明显差别,生育一孩动机看重孩子对家庭

幸福和人生圆满的价值,而生育二孩的主要动机则

是“为孩子找个伴” [9]。
陈 滔 和 胡 安 宁 曾 利 用 中 国 家 庭 追 踪 调 查

(CFPS)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生育动机对个体生

育行为的影响。 他们区分生育动机为传统的家庭主

义与现代的个体主义两种基本取向,将问卷询问家

长生养孩子的一般性理由中“使家庭在生活中更重

要”“年老时能够有人帮助” “增加亲属关系” “延续

家族香火”“从经济上帮助家庭”五项概括为家庭主

义动机,将“子女在身边的快乐” “看着孩子长大的

喜悦”“感受有小宝宝的喜悦”“增强自己的责任心”
四项概括为个体主义动机,发现个体主义生育动机

对生育行为具有负向抑制效应,而家庭主义生育动

机对生育行为具有正向刺激效应[25]。 一些心理学者

如方力维等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编制了包含

24 个题项的青年生育动机问卷,分为传统观念类、生
活和谐类、爱子女类、自尊类、效用类五个维度[26],但
该量表包含了一些不属于生育动机的内容,如“男孩

比女孩更有培养前途” “如果配偶不能生育,将会解

除婚约,重新组合”等,也未能包含“传宗接代” “养

儿防老”等重要的动机因素,不能用来准确描述和解

释生育动机。
综上可见,关于生育动机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

系,既有研究主要遵循积极 / 消极、家庭 / 个体主义等

进行两分类实证分析,较少考虑动机作为连续统的

性质,一些结论还存在分歧;由于社会制度、家庭传

统、生育惯习等差异,源于西方的动机量表需要调适

使用,加之数据可得性等限制,目前国内对生育动机

及其与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 在生育

政策宽松化背景下,为了探究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双低”的深层次原因,对作为生育逻辑起点的生育

动机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基于最新

全国调查数据,综合米勒生育序列模型框架与自我

决定论动机类型,对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及其

与生育意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于 2021 年 7 月至 8 月开展的“低生育率背景下育

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为调查时点在调查地(村 / 居委会)居住半

年以上,且为 1971 年 6 月 1 日至 2001 年 5 月 31 日

期间出生(即调查时 20 -49 岁)的在婚女性及其配

偶。 问卷分为主问卷(妻子)和配偶问卷(丈夫)。
主问卷的内容包括家庭情况、生育动机和意愿、生育

行为和计划、生育成本与支持、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夫妻基本信息、经济状况七个部分。 配偶问卷与主

问卷基本一致,包含除生育成本与支持、夫妻基本信

息外的其他五个部分。
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 PPS 抽样方法,综合考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婚育龄女性规模、生育水

平、地理位置、总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内

部异质性,先从全国抽取五个省级单位,每个省级单

位抽取两个地市级单位,每个地市级单位抽取三个

街道,每个街道确定 2-15 个村 / 居委会,最后从每个

村 / 居委会抽取 10-16 个家庭作为样本。 抽样过程

中根据各地公开统计数据提供的已婚女性年龄信

息,将 20-49 岁的在婚女性按 10 岁组划分成 3 个年

龄段进行比例配额,从而使样本年龄分布与当地实

际情况尽量保持一致。 最终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
闵行区,辽宁省沈阳市、朝阳市,陕西省西安市、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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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河池市,共计 5 省份 10 市(区)的 6023 户家庭,样本

分布具有全国代表性。
由于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因人而异,因此本文

未使用夫妻配对样本,而是主要关注 20-49 岁被访

妻子样本,同时将其配偶的信息作为丈夫样本参照

列出,观察两性样本中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之间关

系的稳定性。 这与通常混合样本中的性别比较分析

有所差别。 妻子和丈夫的有效样本量各自均为

6023 个。
2. 生育动机的测量与分类

在认同自我决定论对动机的连续统概念基础

上,使用了调查中基于该理论的一套包含 18 个题项

的四分类李克特量表(1 =非常不同意,2 =不太同意,
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来测量并划分生育动机

类型。 信度系数(克隆巴赫 α 系数)检验结果良好。
结合以往生育相关研究,将生育动机由内而外

分为内在动机 ( IM)、生育效用 ( CF)、社会压力

(SP)、家庭期待(FE)、生育成本(CC)五种类型。 其

中,内在动机通过问题“孩子能带来快乐”来测量①。

生育效用反映认同调节动机,在调查中使用 6 个题

项测量两类效用,其中“生育是为了传宗接代、家族

兴旺” “养孩子可以防老” “生孩子是孝顺的表现”
“生孩子能增加家庭以后的劳动力和收入”这四个题

项测量生育的功利型效用;“生育是为了家庭完整”
“孩子能促进夫妻幸福、家庭和睦”这两个题项测量

生育的情感型效用。 社会压力属于内射调节动机,
在调查中使用“不生孩子会让我没面子”“不(再)生
孩子会让我对家人感到内疚”这两个题项来测量。
家庭期待和生育成本属于外部调节动机,问卷中“丈
夫希望(再)生” “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希望我(再)
生”“亲近的亲戚朋友希望我(再)生”这三个题项测

量家庭期待。 “生育会对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和
“生育会对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测量机会成本)、
“生育会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测量经济成本)、
“生育会限制我时间上的自由” (测量时间成本)、
“我担心(再)生小孩没人照顾” (测量照料成本)、
“生养孩子会让我感到担忧和焦虑” (测量心理成

本)这六个题项分别测量五类生育成本。
基于自我决定论的生育动机分类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自我决定论的生育动机分类

　 　 3. 变量选择与操作化

(1)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具有理想子女数、希望

子女数、计划子女数三个层次[4],其中希望子女数是

考虑现实条件后的生育打算。 本文用希望子女数测

量生育意愿,对应问卷中“在国家允许生育三个孩子

的情况下,考虑到您自身和家庭条件,您这辈子希望

要几个孩子?”问题的回答(“0”“1” “2” “3” “4 个及

以上”“不确定”),首先进行分类描述,然后将确定

数量视为 0-4 的计数变量进行分析。
(2)生育动机。 问卷中关于生育动机有 18 个题

项,受访者分别对每个题项在四分类选项中进行选

择,得到 1-4 分。 一般通过对生育态度分值加总或

者取均值获得相应的生育动机的强度[27]。 仿此做

法,依次考察内在动机、生育效用、社会压力、家庭期

待、生育成本五种动机类型,将每种类型中的题项选

择得分加总并取算术平均值,得到受访者在该类型

动机的平均得分 1-4 分;然后从动机自主性的角度

对五种动机进行整合。 研究表明,自主动机在不同

时间和情境中都具有稳定性,自主动机越强,生育动

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越强,意愿实现的可预期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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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 与之相对应,受控动机较强,动机变化的可能

性较大,在遭受阻力时,降低或放弃意愿的可能性也

较大[28]。 分别计算自主动机(包括内在动机、生育

效用)和受控动机(包括社会压力、家庭期待、生育成

本)的得分均值。 在分析时,各类生育动机呈现为

1-4 之间包含小数的连续型变量。 分值越高,表明

动机越强。
由于个体在从事某行为时,既有自主动机又有

受控动机[29],因此,只根据某一类动机并不能有效预

测其行为结果。 借鉴既有研究的做法,从内而外分

别对四类动机赋权(内在动机权重为 2,认同调节动

机权重为 1,内射调节动机权重为-1,外部调节动机

权重为-2),通过加权将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整合成

一个相对自主指数 RAI(Relative Autonomy Index)。

RAI=2×IM+1×CF-1×SP-2× FE+CC
2( ) (1)

其中,IM、CF、SP、FE、CC 分别为内在动机、生育

效用、社会压力、家庭期待、生育成本得分。 当 RAI
是负数时,绝对值越大说明所代表的动机类型越受

控,行为预期越不稳定;当 RAI 是正数时,绝对值越

大说明所代表的动机类型越自主,行为预期越稳定。
RAI 能综合反映个体行为动机的相对自主程度,其合

理性的逻辑基础是连续统内每种类型的动机都有序

且可测[30]。
(3)控制变量。 根据既有文献,将可能影响生育

意愿的个人、家庭和地区环境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个人特征包括出生队列②(三分类:“70 后” “80
后”“90 后”)、受教育程度(三分类:初中及以下、高
中、大专及以上)、户口性质③(两分类:农业户口、非
农业户口)、就业性质(三分类:体制内单位、体制外

单位、其他④)、独生属性(两分类:独生子女、非独生

子女)、家庭地位满意度(取值为 1-10,1 表示“非常

不满意”,10 表示“非常满意”)、家庭生活满意度(取
值为 1-10,1 表示“非常不满意”,10 表示“非常满

意”)。 家庭特征包括居住状况⑤(两分类:同住、不
同住)、已育子女数量和性别(四分类:未育、只有男

孩、只有女孩、有儿有女)、自评家庭经济地位⑥(三分

类:低于平均水平、等于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地区环境特征指居住的省份,分别为上海、广西、河
南、辽宁、陕西。

表 1 是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部分家庭

特征和地区环境特征变量夫妻共享,其中与父母同

住比例为 24. 12% ;已育一孩比例为 57. 26% ,二孩比

例为 19. 67% ,三孩及以上比例为 1. 06% ,未育比例

为 22. 00% ;5 个省份样本量大致相同,均占 20%
左右。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
妻子样本 丈夫样本

频数 / 均值 标准差 / % 频数 / 均值 标准差 / %

出生队列 “70 后” 1492 24. 77 1727 28. 67

“80 后” 1774 29. 45 1967 32. 66

“90 后” 2757 45. 77 2329 38. 67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680 11. 29 533 8. 85

高中 1418 23. 54 1310 21. 75

大专及以上 3925 65. 17 4180 69. 40

户口性质 非农业户口 4208 69. 87 4368 72. 52

农业户口 1815 30. 13 1655 27. 48

独生属性 非独生子女 4061 67. 42 3899 64. 74

独生子女 1962 32. 58 2124 35. 26

就业性质 体制内单位 1149 19. 08 1176 19. 53

体制外单位 2031 33. 72 2371 39. 37

其他 2843 47. 20 2476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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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
妻子样本 丈夫样本

频数 / 均值 标准差 / % 频数 / 均值 标准差 / %

家庭地位满意度 1-10 8. 24 1. 08 8. 17 1. 09

家庭生活满意度 1-10 8. 17 1. 17 8. 28 1. 14

自评家庭经济地位 低于平均 1539 25. 55 1482 24. 61

等于平均 3469 57. 60 3540 58. 77

高于平均 1015 16. 85 1001 16. 62

样本量 6203 100. 00 6203 100. 00

　 　 考虑到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在过去几十年

间发生了较大转变,不同队列的人群生育观念有所

不同,进而队列之间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

能也有所不同;此外,研究表明,中国作为“普婚普

育”的国家,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极高,而二孩、多孩

生育意愿较低[23],生育动机对一孩和二孩、多孩生育

意愿的影响可能不同。 因此,本文特别关注不同队

列和生育数量的人群间的差异。

四、分析结果

1.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现状

数据显示,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具有较高

的自主性。 妻子和丈夫两个样本的相对自主指数

RAI 均大于零,自主动机明显强于受控动机,丈夫样

本自主性高于妻子样本(见表 2)。 这意味着当前中

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

续性。
　 　 表 2 生育动机的维度与强度

生育动机 维度 子维度
妻子样本 丈夫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RAI 1. 35 1. 89 1. 47 1. 87

自主动机 2. 95 0. 53 2. 98 0. 53

内在动机 内在动机 3. 20 0. 76 3. 21 0. 76

生育效用 2. 70 0. 54 2. 75 0. 53

功利型效用 2. 54 0. 61 2. 60 0. 60

情感型效用 3. 01 0. 66 3. 04 0. 65

受控动机 2. 51 0. 52 2. 51 0. 53

社会压力 社会压力 2. 30 0. 76 2. 35 0. 75

家庭期待 家庭期待 2. 63 0. 67 2. 61 0. 67

生育成本 2. 81 0. 55 2. 73 0. 55

机会成本 2. 71 0. 72 2. 63 0. 71

经济成本 3. 04 0. 79 2. 98 0. 79

时间成本 2. 97 0. 79 2. 81 0. 81

照料成本 2. 73 0. 86 2. 67 0. 86

心理成本 2. 71 0. 85 2. 64 0. 86

·09·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 3 人口学
DEMOGRAPHY　

　 　 在五种生育动机类型中,内在动机居于首位,妻
子样本和丈夫样本几乎不存在差异,均达到 3. 2 的

分值。 其次分别是生育成本动机和生育效用动机,
妻子样本的生育成本动机更强,丈夫样本的生育效

用动机更强。 进一步分析显示,生育效用动机中的

情感型效用动机明显高于功利型效用动机;生育成

本动机中由强而弱依次是:经济成本动机、时间成本

动机和照料成本动机。 妻子和丈夫两个样本的特点

相似。
生育动机的取值范围为 1-4,如果以中间值 2. 5

作为强弱的判断标准,发现除了社会压力之外,育龄

人群的各项动机都较强。 说明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

动机不仅呈现多层次、多维度特点,而且不同类别的

生育动机之间形成了张力,在特定情境下被不同程

度地激发、博弈并左右着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既有研究表明,不同出生队列、户口性质、受教

育程度、家庭经济地位、已育子女数量等特征人群的

生育观念可能有所不同[21,24]。 观察具有这些特征人

群的生育动机 RAI 值发现,出生队列较早、非农业户

口、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经济地位较高、已育子女

数量较多的人群生育动机的相对自主程度更高,反
映出其生育动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较强。 妻子样本

和丈夫样本均是如此⑦。
就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而言,各队列中“80 后”

生育自主动机更强,“70 后”受控动机偏弱;非农业

户口人群的自主动机显著强于农业户口人群;各类

受教育程度人群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自主

动机更强;在同类特征人群中,家庭经济地位低于平

均水平者、已育 3 个及以上子女的人群自主动机和

受控动机都更强⑧。
从生育动机的具体类型来看,“90 后”的家庭期

待动机更强;家庭经济地位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群生

育经济成本、照料成本和心理成本动机更强,反映了

经济能力对生育心态的影响;已育 3 个及以上子女

的人群内在动机、生育功利型效用动机更强。 不同

特征人群生育动机的表现在妻子和丈夫样本中均极

为相似。 略有不同的是,已育 3 孩及以上妻子样本

的生育成本动机更强,丈夫样本则是社会压力动机

更强⑨。
2. 育龄人群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调查样本中,有 57. 16% 的妻子和 58. 19% 的丈

夫希望生育 2 个孩子,33. 12% 的妻子和 31. 40% 的

丈夫希望生育 1 个,希望生育 3 个及以上的仅占妻

子的 4. 98%和丈夫的 5. 23% ,希望不要孩子的妻子

和丈夫比例分别为 1. 39%和 1. 69% ,还有 3. 34% 的

妻子和 3. 49%的丈夫表示不确定。 有确切生育数量

意愿的妻子和丈夫的平均希望子女数分别为 1. 68
个和 1. 70 个。 分人群特征来看,妻子和丈夫样本中

“80 后”、农业户口、初中及以下、家庭经济地位高于

平均水平、已育 3 个及以上子女的人群具有较高的

生育意愿。
(1)相关分析。 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

愿整体呈现正相关关系,妻子和丈夫样本的 RAI 值

与生育意愿的相关系数均为 0. 03,且均在 5% 的水

平上显著⑩。 皮尔逊相关系数为两个变量协方差与

标准差的商,由于生育意愿的分布值域较窄,使得生

育动机与生育意愿协方差较小,相关系数总体不高。
类似的结果也在很多研究中发现,即诸多变量和生

育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小[31-32]。 本文重点关注

各种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之间相关性的方向,结果

显示,除了生育成本动机外,其他各类动机和生育意

愿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从高到低依

次是家庭期待动机、生育效用动机、内在动机和社会

压力动机(见下页表 3)。 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的相

关性在不同特征人群中存在差异。 分析显示,自主

动机和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在农业户口、大专及以上、
未育人群中显著更高;受控动机和生育意愿的相关

性在非农业户口、高中程度、家庭经济地位低于平均

水平的人群中显著更高􀃊􀁉􀁓。
不同队列人群中,“90 后”的 RAI 值与生育意愿

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90 后”丈夫样本的生育成本

动机与生育意愿在 5%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一

点在妻子样本中并未发现。 “70 后”丈夫样本内在

动机与生育意愿的正相关关系在妻子样本中也未

呈现。
从已育子女数量来看,未育人群特别是未育妻子

的 RAI 值与生育意愿的正相关性最强(见下页表 4)。
已育三孩及以上人群中,丈夫样本的自主动机并未

如妻子样本那样呈现与生育意愿的显著正相关关

系,但其社会压力动机的相关性高于妻子样本。 已

育一孩丈夫样本生育成本动机与生育意愿呈现显著

负相关,这一特征在一孩母亲中并未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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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不同队列人群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相关性

样本类型 出生队列 RAI 自主动机 受控动机 内在动机 生育效用动机 社会压力动机 家庭期待动机 生育成本动机

妻子样本 “70 后” -0. 04 0. 06∗ 0. 12∗∗∗ 0. 04 0. 07∗ 0. 09∗∗ 0. 15∗∗∗ 0. 01

“80 后” 0. 02 0. 15∗∗∗ 0. 13∗∗∗ 0. 09∗∗ 0. 16∗∗∗ 0. 11∗∗∗ 0. 16∗∗∗ 0. 00

“90 后” 0. 08∗∗∗ 0. 21∗∗∗ 0. 13∗∗∗ 0. 16∗∗∗ 0. 18∗∗∗ 0. 09∗∗∗ 0. 21∗∗∗ -0. 02

丈夫样本 “70 后” -0. 01 0. 09∗∗ 0. 11∗∗∗ 0. 06∗ 0. 09∗∗ 0. 09∗∗ 0. 15∗∗∗ -0. 03

“80 后” 0. 02 0. 20∗∗∗ 0. 18∗∗∗ 0. 14∗∗∗ 0. 19∗∗∗ 0. 14∗∗∗ 0. 23∗∗∗ 0. 02

“90 后” 0. 08∗∗∗ 0. 19∗∗∗ 0. 11∗∗∗ 0. 15∗∗∗ 0. 16∗∗∗ 0. 07∗∗ 0. 23∗∗∗ -0. 05∗

　 　 注:∗∗∗p<0. 001,∗∗p<0. 01,∗p<0. 05,+p<0. 1;表格中为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方法为 T 检验。

　 　 表 4 不同已育子女数量人群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相关性

样本类型 已育子女数 RAI 自主动机 受控动机 内在动机
生育效用

动机

社会压力

动机

家庭期待

动机

生育成本

动机

妻子样本 0 个 0. 14∗∗∗ 0. 29∗∗∗ 0. 17∗∗∗ 0. 22∗∗∗ 0. 26∗∗∗ 0. 12∗∗∗ 0. 24∗∗∗ 0. 00

1 个 -0. 05∗∗ 0. 13∗∗∗ 0. 18∗∗∗ 0. 09∗∗∗ 0. 11∗∗∗ 0. 10∗∗∗ 0. 31∗∗∗ 0. 00

2 个 0. 05+ 0. 11∗∗ 0. 05+ 0. 11∗∗ 0. 07∗ 0. 02 0. 17∗∗∗ -0. 04

3 个及以上 -0. 01 0. 28∗ 0. 23+ 0. 11 0. 29∗ 0. 24+ 0. 17 -0. 02

丈夫样本 0 个 0. 06∗ 0. 26∗∗∗ 0. 21∗∗∗ 0. 19∗∗∗ 0. 26∗∗∗ 0. 16∗∗∗ 0. 27∗∗∗ 0. 06∗

1 个 0. 00 0. 16∗∗∗ 0. 16∗∗∗ 0. 13∗∗∗ 0. 13∗∗∗ 0. 10∗∗∗ 0. 33∗∗∗ -0. 05∗∗

2 个 0. 06+ 0. 12∗∗ 0. 04 0. 10∗∗ 0. 09∗∗ -0. 01 0. 16∗∗∗ -0. 04

3 个及以上 -0. 10 0. 10 0. 23+ 0. 02 0. 15 0. 28∗ 0. 23+ -0. 17

　 　 注:∗∗∗p<0. 001,∗∗p<0. 01,∗p<0. 05,+p<0. 1;表格中为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方法为 T 检验。

　 　 (2)回归分析。 由于因变量为计数变量,因此使

用泊松回归分别检验各类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独

立关系(见表 5)。 通过残差分析,发现残差存在轻

微的方差不齐的现象,因此采用基于稳健标准误的

结果,删除生育意愿为“不确定”的样本后,妻子样本

和丈夫样本分别为 5822 人和 5813 人。 模型 1 显示,
内在动机、生育效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均在不同

程度上显著提升了妻子的生育意愿,其中家庭期待

动机的影响更大。 因为泊松回归的系数结果不能直

接解释为生育意愿数量的增减,需要计算平均边际

效应。 平均边际效应结果表明,家庭期待动机取值

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意愿上升 0. 16 个孩子。 生育

成本动机显著削弱了妻子的生育意愿,取值每增加

一个单位,生育意愿下降 0. 08 个孩子。 模型 2 显

示,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都显著提升了妻子的生育

意愿,自主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 模型 3 中

RAI 的系数显著为正。 RAI 值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

意愿上升 0. 08 个孩子。 丈夫样本的结果与妻子样

本几乎相同(家庭期待动机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丈
夫生育意愿上升 0. 18 个孩子;生育成本动机取值每

增加一个单位,丈夫生育意愿下降 0. 10 个孩子),可
能的解释是,两个样本分别从家庭夫妻中获得,在生

育动机和生育意愿方面具有较大的共性。
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可能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等

因素的共同影响,解决内生性问题的策略通常包括:
增加相应控制变量、依赖于时间维度差异或群体内

部差异的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采用工具变量方法[33]。
根据策略一,本文在模型中已考虑了“主观家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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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泊松回归分析

变量
妻子样本 丈夫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内在动机 0. 040∗∗∗[0. 068] 0. 040∗∗∗[0. 067]

(0. 006) (0. 006)

生育效用动机 0. 046∗∗∗[0. 077] 0. 048∗∗∗[0. 082]

(0. 010) (0. 011)

社会压力动机 -0. 007[-0. 011] -0. 005[-0. 008]

(0. 006) (0. 007)

家庭期待动机 0. 097∗∗∗[0. 163] 0. 105∗∗∗[0. 178]

(0. 008) (0. 008)

生育成本动机 -0. 045∗∗∗[-0. 075] -0. 061∗∗∗[-0. 103]

(0. 009) (0. 009)

自主动机 0. 097∗∗∗[0. 163] 0. 096∗∗∗[0. 162]

(0. 009) (0. 010)

受控动机 0. 047∗∗∗[0. 080] 0. 045∗∗∗[0. 077]

(0. 009) (0. 009)

RAI 0. 008∗∗[0. 013] 0. 007∗∗[0. 012]

(0. 002) (0. 00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052 -0. 036 0. 321∗∗∗ 0. 072 -0. 020 0. 322∗∗

(0. 054) (0. 052) (0. 046) (0. 058) (0. 056) (0. 048)

样本量 5822 5822 5822 5813 5813 5813

pseudo R2 0. 017 0. 015 0. 013 0. 017 0. 014 0. 012

　 　 注:∗∗∗p<0. 001,∗∗p<0. 01,∗p<0. 05,+p<0. 1;小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中括号内为平均边际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系数省略。

地位”“就业单位性质”等相关变量;根据策略二,似
乎可以比较夫妻生育动机差异对生育意愿差异的影

响,但这种影响会混杂难以消除的性别效应;根据策

略三,在没有合适的工具变量时,一般线性回归模型

可以使用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34]。 本文首先使用一

般线性回归拟合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回归模型,
然后基于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后再次拟合模型,比
较两次拟合结果差异发现,在用异方差工具变量方

法消除一定程度的内生性后,发现各变量系数方向

并无变化,仅生育成本动机和受控动机的显著性变

弱,说明本文的结论较为可靠。
结合前面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回归分析发现,内

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对提高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极其重要。 内在动机水平较高,系数影响较大(动机

变化使意愿生育子女数最多可增加 0. 20 个);家庭

期待动机的系数影响更大(动机变化使意愿生育子

女数最多能增加 0. 49 个)。 如果认可内在动机对生

育意愿的基础性作用,以上结果可诠释为:大部分育

龄人群因为“喜欢小孩”而希望(再)生育,生育的功

利型和情感型效用、配偶和父母等家庭成员的期待

强化了这种希望,但生育成本弱化了这种希望,其中

家庭成员期待扮演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社会宽容度

增加、个人主义和小家庭主义的兴起,导致生育的社

会压力下降,生育压力局限到家庭之中,家庭期待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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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压力,也可能是支持。 对于育龄人群而言,生
育既可能是对家人的妥协,也可被视为一种义务和

责任。
使用分组回归检验不同队列人群以及不同生育

数量人群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结果发现,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内在动机和家庭期待

动机对各队列的生育意愿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
育效用动机和生育成本动机对除“70 后”妻子外的

样本均具有显著影响,生育效用动机有助于提升生

育意愿,生育成本动机有助于降低生育意愿。 这说

明生育接近完成态的“70 后”妻子的生育意愿更多

受到其对孩子喜爱情况等内心情绪以及家庭期待的

影响,而不再受到养育成本等外在环境的影响。 相

较而言,处于生育进行态的“80 后”和“90 后”人群

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期待动机对不

同生育数量的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生育成本动机对一孩人群的生育意愿均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其他生育数量的人群存

在显著性差异,未育妻子和二孩及以上丈夫受到较

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说明在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

下,家庭中不同生育现状的夫妻均受到来自家人期

待的显著影响,期待动机越强,越有可能提升意愿子

女数量;与促进一孩夫妻生育二孩的力量形成张力

的是对生育成本的考虑,生育成本动机值越高,越不

可能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
五、结论与讨论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不仅要针对育龄人群未满足

的生育需求,努力弥补其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

的差距,还需要了解生育意愿偏低的深层次原因,为
此有必要对作为生育逻辑链前端的生育动机进行探

索性研究。 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较为匮乏。 本文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 2021 年

组织开展的“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

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代表性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中

国育龄人群生育动机的现状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

系,主要观察 20 -49 岁妻子样本,将丈夫样本作为

参照。
既往研究中,生育动机往往被两分为对立的积

极 / 消极、传统 / 现代、集体 / 个体主义等,用来预测对

生育意愿的提升 / 抑制作用。 而在自我决定论框架

下,生育动机被视为一个从外在受控到内在自主的

连续统,个体的生育行为是在多维复杂动机的影响

下受激发而产生的。 本文依托自我决定论,将受控

动机分为生育成本动机、社会压力动机、家庭期待动

机三类,自主动机分为生育效用和内在动机两类,同
时计算相对自主指数 RAI 以考察育龄人群的生育相

对自主程度。 研究发现,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

呈现较高的自主性,自主动机明显强于受控动机,反
映了生育动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在各类

动机中,内在动机更强,其次是生育效用动机和生育

成本动机;在生育效用动机中,情感型效用动机强于

功利型效用动机;在生育成本动机中,经济、时间、照
料成本动机依次更强。 妻子与丈夫两个样本的基本

特点相似,丈夫样本自主性高于妻子样本。
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整体呈现正相

关关系。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泊松回归结果

显示,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都显著提升了育龄人群

的生育意愿,其中自主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
具体而言,内在动机、生育效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

均显著提升了生育意愿,其中家庭期待动机的影响

更大,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使妻子和丈夫的生

育意愿上升 0. 16 个和 0. 18 个孩子;生育成本动机显

著削弱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取值每增加一个单

位,分别使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下降 0. 08 个和

0. 10 个孩子。 考虑内生性后,模型结果仍较为稳定。
家庭期待对生育意愿的显著影响反映出,生育在中

国仍是与家庭网络紧密结合的“家事”,而非育龄人

群个体的“私事”,家庭成员对生育的希望会成为一

种外在压力,通过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在某种程度

上对其生育意愿产生推动作用,这一作用甚至比育

龄人群因“喜欢孩子”而产生的对生育意愿的正向影

响更大。 生育成本同样作为一种重要的外在压力,
显著抑制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人群异质性。
分析表明,出生队列较早、非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

较高、家庭经济地位较高、已育子女数量较多的人群

生育动机的相对自主程度更高,妻子和丈夫样本均

是如此。 既有研究认为,不同队列农民工在生育观

念上有所不同。 本文发现,队列差异并非简单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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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一代”观念更传统或更家庭主义、“新生代”观
念更现代或更个体主义,从自主程度及各类动机与

生育意愿的关系来看,虽然“70 后”的相对自主程度

更高,但“90 后”的相对自主程度与其生育意愿呈现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生
育接近完成态的“70 后”妻子的生育意愿只受到内

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处在生

育进行态的“80 后”和“90 后”人群则还会受到生育

成本等外在压力的影响。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

下,家庭期待动机对不同生育现状人群的生育意愿

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育成本动机对一孩人

群、未育妻子和二孩及以上丈夫的生育意愿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 这一结果证明了既往研究将生育

动机二分法处理有简单化之嫌,反映了生育意愿不

仅受多重动机的复杂影响,且对不同人群影响不

同。 最近一篇基于自我决定论的关于青年生育意

愿的研究指出,青年自主性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有

正向提升作用,但“父母催生”等控制性生育动机

影响不显著[35] 。 但该文中的测量表述不是很清

晰,似乎仍有二分对立之感,未充分考虑每一类动

机内部依然存在张力。 对作为宽松化生育政策实

施主要对象的一孩夫妻来说,两种外在压力同时对

其生育意愿产生着相反的作用,一是来自亲属网络

的催生压力,二是来自育儿各种成本的重压,受控

动机与自主动机的博弈结果最终决定一孩人群的

再生育意愿。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转

变,特别是一孩夫妇生育二孩的动力不足,这也是造

成当前生育率持续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既有研

究对生育心理层面的深入研究还较为欠缺。 本文发

现,生育动机是一个混杂了多种倾向性的连续统,育
龄人群既有出于“喜欢孩子”的内在动力,也有迫于

经济成本、照料成本和心理成本的外在压力,最终呈

现的生育意愿是多重因素触发综合动机推动下的

结果。 生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内在动力驱动

的行为,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是识别人们生

育的动力机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促进或转化。
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应充分利用当前中国

育龄人群生育动机较为稳定且持续的特点,尊重中

国家庭传统,重塑社会生育文化,营造生育友好的

社会环境,同时通过时间支持、经济支持和服务支

持等生育配套措施切实降低家庭养育成本,从调节

生育动机入手,提振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

水平。
本文的新意在于,将生育研究的触角探入作为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逻辑链前端的生育动机,结合

TDIB 生育序列模型和自我决定论框架揭示生育动

机的现状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是对既有相关研

究的拓展与深入。 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分析所依

据的量表设计仍可进一步完善,如增加测量内在动

机和社会压力动机相关的题项、考虑纳入无动机类

型(amotivation)等。 本文将夫妻分别作为两个相对

独立样本进行参照比较,后续可尝试进行夫妻配对

研究,以关注家庭内部生育动机的夫妻差异。

注释:

①由于整合调节动机与内在动机非常相似,均反映了个

人意志和选择[11] ,因此量表中未体现整合调节动机,这也是该

理论下既有实证研究的惯常做法。
②妻子样本“90 后”中包含 18 个“00 后”(占妻子样本量

的 0. 30% );丈夫样本“70 后”中包含 7 个“60 后” (占丈夫样

本量的 0. 12% )。
③将问卷中四分类户口变量进行合并,其中“农业户口”

包含“以前是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非农业户口”包含“以
前是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

④由于受访者中未就业比例很低,因此将务农等体制外

无单位就业和未就业均纳入“其他”项。
⑤问卷中询问育龄夫妇与父母 / 配偶父母同住情况,将

“不同住”“偶尔同住”视为“不同住”;将“大部分时间同住”
“一直同住”视为“同住”。

⑥将问卷中“远低于平均水平” “低于平均水平”合并为

“低于平均”,将“高于平均水平” “远高于平均水平”合并为

“高于平均”。
⑦由本文数据样本分析所得,囿于篇幅限制,只呈现主要

结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⑧由本文数据样本分析所得,囿于篇幅限制,只呈现主要

结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⑨由本文数据样本分析所得,囿于篇幅限制,只呈现主要

结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⑩由本文数据样本分析所得,囿于篇幅限制,只呈现主要

结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由本文数据样本分析所得,囿于篇幅限制,只呈现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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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限于篇幅,模型结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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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Motivation and Intention of Chinese People of Childbearing Age

Song Jian　 　 Hu Bo

Abstract:To achieve a moderate fertility level,it 's necessary not only to address the unmet needs of people of
childbearing age,but also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low fertility inten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ly repre-
sentative sample survey data of Study on Fertility Mechanism and Support of Childbearing-age Family under the Low
Fertility conducted by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2021,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ertility motivation which is at the front of birth logic chai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fer-
tility intentions,mainly to observe the wife sample aged 20 to 49 years old,the husband sample as a reference. It is
found that under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motivation continuum in Self - determination Theory, the fertility
motivation of Chinese people of childbearing age show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mong all kinds of motivation,in-
trinsic motivation is stronger. In the fertility utility motivation,the affective utility motivation is stronger. Among the mo-
tivation of birth cost,the motivation of economy,time and care cost are stronger in turn.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ertility motivation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on the whole. Both autonomous and controlled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 fertility intention,meanwhile,autonomous motiva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 Specifically,
both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family expectation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 fertility intention. Each unit increase in
family expectation motivation value will increase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wife and husband by 0. 10 and 0. 11 children,
respectively. The fertility cost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fertility intention,while every unit increase in the val-
ue of fertility will decrease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the wife and husband by 0. 05 and 0. 06 children,respectively. The
final fertility intention of childbearing age popul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motivation trigger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e precondition and key of policy is to identify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people's fertility and take corre-
sponding measures to promote or transform it.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that China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current reproductive population fertility motivation which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constant characteristic;meanwhile it
necessary to build the family-friendly social environment based on respecting for the family tradition social environ-
ment,It should reduce the childbearing cost by supporting measures to boost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fertility level effec-
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ertility motivation.

Key words:fertility motivation; fertility intention;Self - determination Theory;Chinese people of childbearing -
age;relaxed birth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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